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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经斯基与孙中山的会见

维经斯基六次来华的时间依次为：1920 年 4 月至 1921 年 1 月、1921 年 4 月至 5 月、1924 年 4 月至 7
月、1924 年 11 月至 1925 年 2 月、1925 年 7 月至 1926 年 1 月、1926 年 6 月至 1927 年 6 月。第二次来华是

准备参加原定 1921 年 5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时间短暂而未及与孙中山会见。

维经斯基第四次来华的情况是，1924 年 11 月底到达上海，而北上途中的孙中山则离开上海绕道日本

去北京，两人未能谋面。第五次、第六次来华时，孙中山已经去世。因此，维经斯基与孙中山的会面是

其第一次和第三次赴华期间。1925年3月15日，维经斯基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我与孙中山

的两次会见》的回忆性文章，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有关情形。

第一次会见的有关情况。1920 年 10 月，陈炯明率领粤军驱逐桂系，占领广州；11 月，孙中山

离开上海赴广州，重组南方军政府。维经斯基说：“孙中山离上海到广州以后不久，我也得到一

个偶然的机会来到广州”[2]。这个“偶然的机会”其实是苏俄优林使团的要求。当时，优林使团正

在北京活动，力图争取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认，维经斯基南下广州，其意图就是了解南方政府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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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1]。经陈独秀引见，维经斯基会见了在上海法租界租住的孙中山。维经斯基写道：“孙中山在自己

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孙中山介绍了中国的辛亥革命以及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复辟帝制的情

况。对于如何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联系起来，孙中山“深感兴趣”。孙中山抱怨“广州的地理位置使

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的同时，“详细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满洲里建立大功率的无

线电台”，以便取得广州与俄国的联系[2]。显然，孙中山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联俄”的意图。但是，维经

斯基对孙中山以及南方军政府并不满意：“政府中的意见分歧依然存在，在广州可以感觉到对未来缺

乏信心”；“广州军队太涣散，纪律性差，不是一支象样的军事力量”[3]。事实上，当时苏俄感兴趣的是颇

具实力的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维经斯基在写给莫斯科的信中明确说道：“在中国目前的内战中，学

生站到了吴佩孚将军一边，也就是说，他们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想法。我们赞成这个策略。”[4]与维经

斯基接触较多的包惠僧也证实，维经斯基主张联合吴佩孚以发动民主运动[5]。

第二次会见的有关情况。四年之后，1924年6月上旬，维经斯基由廖仲恺陪同在广州会见了孙中

山[6]。孙中山把维经斯基看成是“从遥远的，但又与中国很‘亲近’的国家”的一位使者，甚至“想把这个

来自苏联的人的声音、服装和风度做一番研究”。孙中山感兴趣的是俄国的“经济如何得到恢复”和

“农民怎样生活”，因此“提出了关于俄国的许多问题”。会谈中，孙中山毫不掩饰自己的表情：当听说

苏联的工业领域还没有达到战前产量时，孙中山“不太愉快，感到吃惊”；当听说苏联国民教育情况尤

其是青少年教育情况时，孙中山又“喜形于色”。维经斯基则向孙中山详细介绍了列宁逝世后苏联国

内的情况，并就刚签字的中俄协定“谨慎地探问了孙中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孙中山表示“深刻理解

苏联和中国政府缔约的目的，以及该条约对于中国人民利益的意义”[7]。此外，维经斯基还应孙中山的

邀请，准备给即将成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讲授有关俄国政党状况的知识，只是因时间关系未能如

愿[8]。不过，维经斯基此番赴广州并非专程拜见孙中山，而是作为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来广州指导太平

洋运输工人代表大会。此次会议于1924年6月17日至23日召开，维经斯基被指定为大会的领导人[9]，

在大会上还高度评价了孙中山。他说：“在所有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孙中山博士执政的地区

是唯一可供被压迫民族的代表自由集会，讨论同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方法，以及同各国民族革命

组织建立联系的地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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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经斯基等人参加的委员会，就“改组整个党（即国民党，引者）”做出“各种指示”[1]。当时，蒋介石率领

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正在对苏俄的党务、政务和军事进行考察。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看来，代表团在

莫斯科访问期间是提出修改国民党纲领的好时机。在这一背景下，维经斯基起草了对国民党一大重

新解释三民主义发生重要影响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

的决议》。

根据俄方解密档案可知，维经斯基起草的决议草案至少是在 1923 年 11 月 23 日以前已经完成，并

于 11 月 23 日由季诺维也夫作为急件送交契切林和布哈林，以听取意见[2]。11 月 26 日，草案提交给有

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进行讨论。蒋介石在讨论中对草案表示认可：“三民主义，

即孙逸仙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应当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口号。报告（即维经斯基起草

的决议草案，引者）已对这些主义作了解释……。”[3]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成立由布哈林、克拉罗

夫、库西宁、阿姆特尔和维经斯基等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与国民党代表团共同起草详细决议”[4]。11月

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正式通过该决议草案。随后，决议迅速寄给正在中国帮助国民党进行改

组的鲍罗廷。1924 年 1 月 4 日，时在上海的鲍罗廷致信维经斯基说，1923 年 12 月 30 日已经收到“共产

国际在孙的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现在可以促使他们坚持提纲的精

神，特别是在对待他们自己的‘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态度上”[5]。1924 年 1 月 20
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进行了解释。下表呈现了大会宣言与共产国际决议

关于三民主义的阐述，通过比较可以清晰地发现二者的相似性。

可见，共产国际决议与国民党一大宣言关于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中的对外反

帝以求解放和对内民族平等原则、民权主义中的革命民权原则、民生主义中的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

原则都得到体现。1924 年 2 月 9 日加拉罕在致契切林的信中说：国民党“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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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产国际的决议”[1]。唯一的重要区别是，共产国际决议提出通过“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

和许多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此土地来源没有进行明确

解释。鲍罗廷在国民党一大期间曾试图说服国民党接受共产国际决议的提法，但没有成功[2]。

对于经过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维经斯基表示了欢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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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考虑联合一些军阀去反对另一些军阀。”其三，孙中山介入江浙战争与军阀混战有本质的区别。

“无论是孙中山抑或张作霖大概都是心照不宣：一旦他们打败了直系，紧接着的将是他们之间的一场

斗争……。但是，孙中山的武装斗争与军阀的相互争斗根本不同，因为孙中山在斗争过程中，在他的

管辖范围内解放中国劳动阶层的人民。”[1]

需知，《中国当前的政局》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倍受重视，1924 年 9 月由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一

个月之后再版，是苏俄“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协会组织出版的系列丛

书中的第一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部长拉狄克为该书撰写了序言，高度评价该书是“用马克

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内战形势的“凤毛麟角”式的著作[2]。由此可见，维经斯基此举是对孙中山北伐

的重要声援。

1924年10月23日，第二次直奉战争进行之际，直系将领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贿选总统

曹锟，电请孙中山北上，北方政治局势顿时出现重大变化。10 月 27 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赞扬冯玉

祥等人“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并表示：“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

与诸兄晤商。”[3]

对于孙中山的北上，国民党内部存在着反对的声音。吴铁城回忆说：“对于北上和段氏商谈，有些

同志，力表反对。”[4]胡汉民就认为孙中山北上是不明智的和不可取的[5]。维经斯基继续对孙中山北上

表示支持。他指出，孙中山的北上“是在政治上迈出了正确的一步”，“自中国革命以来，现在第一次出

现了孙逸仙不仅仅在一个广东省可以起政治作用的局面”，说明了中国国民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可

以“通过巧妙的随机应变”就有可能成为吸引“中国新兴的民族军事力量”的“政治中心”。维经斯基批

评反对孙中山北上的“左派”同志“错误地评估了战胜直隶集团的意义，没有看到新的形势为深入开展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创造的条件”，指出要利用这个“扩大了的政治舞台”，“为国家的统一，为反对外国

的压迫而斗争”[6]。

为了支持孙中山北上行动，维经斯基要求中共“利用目前的过渡时期来最大限度地震动中国的舆论

界”，并致信加拉罕，请求他从给予国民党的经费中拨出一部分给共产党用来“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比

如将《向导》周报的印数“增加一到二倍”，“出版几万几十万的呼吁书、传单和通俗小册子”等等[7]。维

经斯基还亲自参加了《向导》编辑部的业务工作，并以魏琴为笔名发表了大量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主要

有：《列强与中国国民会议》，第95期（1924年12月17日）；《英国机关报的狡猾论调》，第95期（1924年12
月17日）；《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之宣传》，第96期（1924年12月24日）；《国民会议、军阀和帝国主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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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逝世之后，维经斯基仍高度评价了孙中山此次北上行动。他说，北上后的孙中山“成了全

国的中心人物，成了中国同世界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斗争的代表”。“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活动，是其一

生中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时期。”[1]

四、维经斯基对孙中山的悼念

孙中山病危时，维经斯基正在中国。回国前夕，他特别提示中共中央：“为防备孙（指孙中山，引

者）去世，你们需要起草一个宣言，不仅是给一般群众的宣言，而且也是给国民党中央的宣言，号召在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行动纲领基础上团结起来”[2]。为此，孙中山逝世后，中共中央相继发表了《中国共

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和《中国共产党致唁中国国民党》。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二天，俄共（布）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开展一系列吊唁孙中山的活动，维经斯基负责“照料”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举行的纪念孙中山的群众大会[3]。

为了纪念孙中山，1925年3月23日，维经斯基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题为《孙中山与中国

的解放运动》的文章。文章指出，早在1895年孙中山就开始了推翻中国君主制度的努力，为实现这一目

标，孙中山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并进而发展成为革命政党。文章高度评价了孙中山领导下召开的

国民党一大，指出这“无疑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一个最重大的事件”，“代表大会不仅是国民党历史上

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孙中山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文章对孙中山逝世前夕的不屈斗争给予充分肯定：

“逝世前六、七个月，孙中山对中国解放运动起的作用特别大。孙在声明行将终结的短暂时刻，好象在总

结他为争取民众解放所走过的全部历程”。同时，维经斯基并不忌讳国民党改组前孙中山思想认识上的

弱点，如：“不注意唤起中国民众去反对帝国主义”、“对于反帝民众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全力参

与全国的政治生活，尤其是对华北和华中的工人运动”等等。维经斯基解释说，指出这些弱点，“丝毫不

想贬低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众领袖的作用”，“恰恰是为了使读者了解目前国民党在中国生活中所起的作

用，了解孙中山近几年来是怎样站到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方面，使国民党维持下来，并有了战斗方向”[4]。

维经斯基参与筹建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是纪念孙中山的重要举措之一。1925 年 3 月 19 日，俄共

（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扩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部或建立新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

大学是适宜的”。会议责成东方大学校长布罗伊多和维经斯基就此问题拟定一份报告交政治局[5]。4
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维经斯基等向政治局作了情况汇报。会议认为：“为中国学生

建立 500 人的中山大学是适宜的”；决定“为说明建立大学、选择地址、确定其组成人员的措施，成立由

布罗伊多、拉狄克和维经斯基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6]。4月22日，维经斯基及时向在北京的加拉罕通

报了中山大学建设的情况。他在信中说：“已决定在西伯利亚建立 500 人规模的孙中山大学。被责成

研究这个问题的（拉狄克、布罗伊多、维经斯基）三人委员会认为，把这所大学设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

是顺利实现这个想法的必要条件。”[7]10 月 7 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 66 次会议上，宣布

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建立，建议国共两党迅速选派学员赴该校学习，有关选派工作随即开始，当时在

广州的维经斯基直接参与了选派学员的具体工作[8]。

身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维经斯基与孙中山的面对面接触，使他有了深入了解孙中山的机会。

维经斯基对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孙中山的支持、对孙中山的悼念等等，都反映出

维经斯基与中国大革命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责任编辑：肖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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